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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环境法律规范进行类型化梳理,是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性工作。 在环境法

律规范发展实践“溢出”一般法律规范分类理论的背景下,类型化思维作为概念式思维的

补充,其双向性、开放性、价值归依性等特性在方法论上有益于环境法典规范体系的建构。
在实质理性层面,有助于在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与生态环境概念之间建立沟通管道,通过

构建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规范类型,实现环境法典规范的实质体

系化。 在形式理性层面,可以通过描述环境法律规范的“整体形象”为法典编纂提供形式

识别标准,并对环境法律规范进行重新归类,进而提出环境法典的规范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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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典编纂的旨趣在于,通过对环境法规范的识别和提取、解释和补充,形成一部符合法治

要求的体系化法律文本。 从环境法典编纂研究角度看,重点是确立从现行立法和执法司法案例中

提取出具有约束力和支配力的有效规范的判断标准及其解释和体系化的方法,澄清概念范畴、弥补

法律漏洞并消除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设计出能够被法律共同体理解和掌握的统一法律体系方

案,从而使环境法典编纂研究的视角转向“规范”。 与传统法律不同,环境法具有明显的跨部门、法
律政策化与政策法律化交织、技术法律化与法律技术化交融等特征,规范形式更加多元和复杂,如
何将公私法结合、政策措施和科技标准嵌套的各种规范,通过类型化构造形成有机统一的体系,增
强环境法的可实施性,在形式上将法体系与其他社会治理体系相互区分,减少或缓和纷繁复杂、层
出不穷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对实定法秩序的冲击,也是环境法典编纂的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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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制定一部“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 ①,既是《民法典》成功的经

验,又是环境法典编纂的追求。 实现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的前提,是对现行环境法律规范有充分的

认识。 这种认识关涉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前者需要检视既有法律规范理论和环境法学者的类型

化研究能否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后者需要检视环境立法实践中的法律规范类型

化程度与法典化需求的距离。
(一)环境法律规范对一般法律规范类型的溢出

在法学理论中,法律规范首先是社会规范的一种,不同于技术规范。 同时,作为社会规范的一

种,法律规范是一般行为规则,具有普遍适用、反复适用、强制适用的特性。 按照不同标准,法律规

范可分为不同类型。 从法律体系角度,根据法律规范的不同属性,分为公法规范、私法规范;根据法

律部门划分标准,分为刑法规范、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诉讼法规范等。② 从法律制定和解释角度,
可以按照法律规范的行为调整模式,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按照法律规范强

制性的程度,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按照法律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程度,分为确定性规范、委
任性规范和准用性规范;按照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为是否可能发生在该规则之前,分为调整性规范

和构成性规范等。③ 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理论运用于环境法时,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
一是在基本属性上,法律规范理论对社会规范与技术规范的区分及其定位,滞后于环境法实践

发展。 最初,法学理论认为技术规范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属性。④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技术规范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到将遵守技术规范确定为法律义务,承认技术规

范与法律规范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关系。⑤ 但在环境法中,技术规范不仅仅是义务,甚至可能成

为权利的具体内容,如环境法规定人们享有健康、美好环境权利或权益,“健康、美好”需要技术规范

加以明确。 环境法作为典型的“技术法律化和法律技术化”法学领域,对法律中的技术规范及其功

能定位提出了挑战。
二是在法律体系上,以“公法—私法”二元结构及部门法理论为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难以概括

环境立法的发展实践。 过去,法律规范被划分为公法与私法,并按照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将法律规

范区分为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不同部门法规范。 在法律社会化进程中,开始出现公私法律

规范混合和跨部门法律规范的趋势,使法律部门开始变得不再“纯粹”。⑥ 环境法实践更是采取了综

合立法模式和多种调整方法,跨越“公私二分”,超越部门界限,出现了大量无法归属于传统法律规

范类型,甚至难以纳入法律体系的状况。 典型莫过于在我国宣告基本建成的法律体系中,环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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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属行政法、经济法两个子体系,且划分标准模糊。 一些法律的归类也令人困惑,如将《野生动物保

护法》归于经济法类,将野生动物作为自然资源对待,制定了一部以“保护”为名的野生动物“开发利

用法”。① 环境法作为“领域性”法律,对法律规范的体系属性及其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
三是在环境立法体系内部,现有的规范分类不能为法典编纂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 客观而言,

法理学中的法律规范分类标准及其类型,对于完善环境立法技术尤其是法律规范语言具有重要意

义。 但是,因为环境法具有“政策法”“促进法”“二次调整法” ②等特性,环境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大

大增强,又与传统部门法规范相互嵌套且经常出现“转介” “引致”情况。 例如,环境法中的“环境”
“生态”“流域”等范畴难以按照法律概念的定义方法予以确定③,《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

法》等法律与政策关系密切;再如《民法典》中的绿色条款,与环境法之间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

关系。④ 作为“政策法律化和法律政策化”典型的环境法,对一般意义上的规范分类方法及标准提出

了挑战。
种种问题表明,以概念化思维为主的法律规范及其一般分类理论,不能为以体系化为目标的环

境法典编纂提供必要的方法工具,迫切需要引进新的思维方法,进行理论创新。
(二)环境法研究的类型化思维严重短缺

拉德布鲁赫将类型化方法引入法学,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概念法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经由

恩吉施、考夫曼、拉伦茨等学者的发展,在法学基础理论与部门法研究中得到运用。⑤ 拉伦茨认为,
概念与类型的区别在于,概念可以被定义,而类型不能进行定义,只能进行描述。⑥ 因此,“类型”作

为一种更为开放、更具有包容性的思维和界定事物的方法⑦,可运用于法律解释和立法领域。 对于

前者,主要是运用类型化思维方法,将不能用“概念”加以定义和表征的社会事实和规范内容,用类

型加以描述和概括,使得法律规范解释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提升法律规范的适用效能。 对于

后者,主要是将类型化思维与法学分类方法相结合,通过建立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对社会事实或

规范内容进行分类,用于设计类型化规则,以增强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这种对法律规范进

行类型化研究的方法,对立法中的规范配置具有重要的体系建构意义。
类型化思维作为规范法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学者

们将其运用于法学基础理论与部门法研究中,从不同角度对既有法学理论进行反思与重构,取得了

不少成果。⑧ 从《民法典》编纂中也可以看到类型与体系化的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类型是法典编

19

吕忠梅:类型化思维下的环境法典规范体系建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吕忠梅、陈真亮:《〈野生动物保护法〉再修订:背景、争点与建议》,载《生物多样性》2020 年第 5 期,第 553 页。
参见吕忠梅:《环境法回归　 路在何方? ———关于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关系的再思考》,载《清华法学》2018 年第 5 期,第 10 页。
参见巩固:《“生态环境”宪法概念解析》,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第 77-79 页;吕忠梅:《关于制定〈长

江保护法〉的法理思考》,载《东方法学》2020 年第 2 期,第 81-83 页。
参见吕忠梅:《民法典绿色条款的类型化构造及与环境法典的衔接》,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3-17 页。
参见罗猛:《对我国刑法“类型化”不足之思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 年第 6 期,第 90-91 页。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00 页。
参见马荣春:《刑法类型化思维的概念与边界》,载《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 1 期,第 108-109 页。
参见吴晓:《论类型化方法对宪法学研究的意义》,载《政法学刊》2006 年第 1 期,第 40-44 页;刘士国:《类型化与民法解释》,载

《法学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11-20 页;张守文:《经济法中的法理及其类型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第 3 期,第 37-49 页;杜宇:
《刑法规范的形成机理———以“类型”建构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141-150 页;王轶:《法律规范类型区分理论的比较与

评析》,载《比较法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1-11 页。



纂的基础①,其体系建构意义非常突出。
反观环境法学研究,运用类型化方法的成果很少,学者仅从传统法理学角度对环境法律规范进

行分类。 例如,根据环境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分为宪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民法规范、刑法规范、诉
讼法规范、技术规范;根据权利义务产生的原因,分为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② 也有学者的研究

涉及环境倡导性规范或政策性规范。③ 这些最多可谓有类型化意识,并未使用类型化思维方法,更
谈不上对环境法律规范进行以系统化为目的的类型化研究。

一方面,环境立法迅速发展对传统法律规范分类方法提出了巨大挑战,迫切需要理论创新;另
一方面,环境法学研究缺乏方法论自觉,对可能为环境法提供理论创新的方法论“视而不见”,暴露

了“对策型”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 从某种程度上讲,环境立法实践中存在的体系性不强、
协调性不足、实效性不彰等问题,与环境法学理论供给不能满足社会生活对环境法律规范的需求有

一定关系。 因此,欲通过环境法典编纂实现环境立法的体系化目标,切实增强环境法律的可实施

性,必须先解决环境法律规范的类型化问题。
环境法典所追求的体系化,应当由体现规范秩序的外部体系与践行价值理念的内部体系共同

构成。④ 无论是作为构建外部体系的规则还是体现内部体系的原则,最终都以规范的形式呈现,才
可能付诸实践。 因此,环境法典编纂的主要内容是环境法规范的有机集合,具体表现为不同属性的

环境法律规范基于一定的环境立法内在价值而形成逻辑自洽的规则秩序。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解

决了环境法律规范的类型化问题,才可能真正建立起环境法典的逻辑体系和规范体系,类型化由此

成为环境法典编纂不可或缺的方法论。

　 　 二、类型化思维对环境法典编纂的方法论意义

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立法工作成效显著。 到目前为止,相关法律达到 31
件;同时,我国《民法典》《刑法》《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也出现了绿色条款。 面对众

多专门立法、相关立法以及不同法律部门中的绿色条款,学者们提出了“先平移,后剔除”的环境法

典编纂工作思路⑤,但“平移”好做,“剔除”困难。 类型化思维以其明显的双向性、开放性、结构性等

特征⑥,可以从方法论上较好地弥补环境法典编纂所面临的概念化思维短板。
(一)以类型化思维的双向性实现环境法典既“编”又“纂”的目标

概念式思维是一种将所欲描述的对象特征予以穷尽提炼和罗列的思考方式,具有以“归纳”和

“周延”为特征的“抽象性”。⑦ 在法学研究中,概念化是我们希望努力达成的目标,却很难成功。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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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者们引入了弥补概念化思维不足的类型化思维。 作为方法论,概念式思维与类型化思维有明

显区别①,但是,类型化思维并非排斥概念。 考夫曼指出,概念还是类型,并不能以牺牲二者之一的

方式来决定,因为概念没有类型是空洞的,类型没有概念是盲目的。② 在法学研究中,概念与类型并

不能相互取代:一方面,概念一旦脱离类型,就会陷入抽象与空洞,甚至得出荒唐的结论;另一方面,
如果类型失去概念统领,就会失去目的与方向,甚至成为“一麻袋土豆” ③。 这意味着类型化是一种

双向的、开放性思维过程,需要我们把握其在概念与类型之间的循环运动④,运用好两者之间的功能

互补、作用协同优势,准确把握社会生活现象并将其纳入法律规范。
一般意义上,概念与类型的关系可以在法律从制定到实施的过程中完整地呈现。 对立法者而

言,只有以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经验类型为蓝本,通过对类型的描述并将其提炼成为规范,才能实现

调整和规制社会生活的立法功能;但类型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不能满足法律规范的准确性、
清晰性进而实现可预测性的要求。 因此,对于立法的逻辑结构与外在表现,还必须借助概念的明确

性与封闭性加以完成。 如考夫曼所言,在制定法的建构上,抽象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给予制

定法建构之形式,并且担保了法律之安定性。⑤ 立法是一种不断“从类型迈向概念”的过程,类型具

有概念的先导性作用。 一旦法律制定完成,实现了类型的概念化,法律实施则呈现出“反其道而行

之”的过程,面对个案,概念常常不敷使用,需要执法者、司法者不断探求隐藏在概念背后的法律规

范类型,进而回溯至社会生活本身,这是不断“从概念迈向类型”的过程。 实际上,法律领域中从类

型迈向概念,再从概念迈向类型,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⑥

环境法典编纂既要对已有立法进行梳理识别,又要根据社会生活的变迁进行补充完善。 因此,
将类型化思维的双向性运用到环境法典编纂上,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作为法典编纂基础的

已有法律进行解释,通过探寻法律条文含义的方式将已有法律概念回溯至生活类型,经由“法律概

念———规范类型———生活类型”过程,将符合一定要求的法律规范纳入法典,将不符合要求的法律

规范剔除,实现“先平移、后剔除”;另一方面,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发现因生态环境

保护新发展、新要求而产生的新生活事实与生活类型,在提炼共性特征、要素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相

应的规范类型,尽可能地对规范类型进行抽象与封闭,形成法律概念,经由“生活类型———规范类

型———法律概念”的方式,在环境法典中加以巩固。 由此,实现环境法典既“编”又“纂”的目标。
(二)以类型化思维的开放性缓解环境法规范的不确定性难题

虽然类型与概念一样,都是要素的集合体,但概念要求所有要素都具备完全相同的特征,是一

种“集合填充式”的思维方式,注重要素的简单相加,而不关注要素之间的整体性联系。 在对类型的

判断中,并不需要个别特征逐一吻合。 在不同的情形下,个别事物在某一要素上的特征性体现不足

甚至完全欠缺,都不至影响将其归于某一类型;但是,类型是一种“要素间相互协作”的思维方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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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要素之间的弹性组合,在不同的情形下,部分要素减弱或者欠缺的同时,其他要素可能不断加强,
由此演化出要素间的不同组合方式,形成要素与要素之间紧密结合的整体。①

从逻辑涵摄关系看,概念式思维强调“非此即彼”,而类型化思维则关注“或多或少”。 在概念式

思维下,对象与概念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对象完全彻底地满足所有特征而可以将其涵摄

于特定概念之下,要么是对象的任何一个特征无法满足便被完全彻底地排除在该概念之外。 质言

之,在概念的词典中没有“类似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单值逻辑”。 这种“非黑即白”的传统逻辑思

维,试图在事物之间划出明确界限,却忽略了社会生活存在“从黑到白”的中间地带或者流动性,并
不能准确完整地把握事实经验。 与之相反,类型化思维强调不同强度的层级性,有助于弥补概念式

思维的不足,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流动性所呈现的复杂状态。 在层级性视野下,对象不仅有具

备或者不具备某种要素的可能,而且还有不同要素以“多或少”的程度归于某一对象的可能;同时,
根据不同要素所呈现的强弱程度,可进一步发现对象之间形成的某种次序性状态。 类型化思维呈

现一种“或多或少”的逻辑涵摄模式,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判断,需要考察的是某一对象在何种程度

上具备某特定要素,能在何种程度上归入某一类型,它承认“黑”与“白”之外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大

片“灰色”空间。②

这种注重要素之间的意义关联及其层级性的开放式思维方法,对于环境法典编纂至关重要。
环境法较之于传统法律,最大的挑战在于形成满足概念式思维所要求的法律概念。 这种现象背后,
是环境法面对“人类社会———生态环境”构成的巨大复杂系统,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呈现“人———自

然———人”的特殊性,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洪水、虫灾等,很难说是纯粹的“天灾”,而人群中出现的公

害病、人畜共患型传染病,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人祸”。 这既是人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不断地与环

境进行物质交换、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的结果,也是人作为社会性生物,在以自然作为劳动对象创造

文明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规模和程度的同时,又被生态环境不断反作用的结果。
人类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还有太多“未解之谜”。 诸多不确定性导致环境法虽然竭尽全力也无

法形成完全满足概念思维的“要素集合体”式概念,反而出现了如“环境”“生态”“流域”等开放式词

汇,法律与科学相互嵌套的定义方法,以及法律政策化和政策法律化、法律技术化与技术法律化等

中间地带。 环境法典编纂必须正视这些现象,运用类型化思维弥补难以完全概念化的不足,对于能

够满足概念要求的社会生活事实,尽可能完成“从类型到概念”的构造;对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社会

生活事实,则容许人们在有限的认知水平下,充满信心而又审慎地探索无限丰富而且变化万千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以类型化方式纳入法律调整范畴,不至于使大量关涉生态环境的社会生

活事实被排斥在法律规制之外。
(三)以类型化思维的价值归依性展开环境法规范的体系逻辑

类型不可以被定义因而没有明确的边界,但并不意味类型的形成没有判断标准。 人们在观察

社会生活并形成规范时,总是在一定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归纳反复出现的事物的共同特征,这种客观

化的价值就是类型的核心,也是类型化思维的归类依据。 因此,类型化思维以价值为归类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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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物中,以灵智的慧眼穿过外表之相而把握到‘事物本然之理’” ①的事物本质性思维。
关于事物能否归属于类型,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维系不同要素的类型弹性组合状态的关

键;二是决定类型归属的终局性标准。 这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拉伦茨认为:“具体案件事实是

否属此类型,并非仅视其是否包含该类型通常具备之全部因素。 毋宁取决于这些‘典型’的因素在

数量及强度上的结合程度,是否足以使该案件事实‘整体看来’符合类型的形象表现……类型不仅

是个别要素的积累,毋宁是个别特征结合所构成的‘整体形象’。”但是,“整体形象”并不能完全解

决“类似性”的根基问题。 拉伦茨进一步指出:“立法者在型构类型时,必须考虑拟赋予的法律效果

以及由此而给出的价值判断。”
 

②正是在一定的价值取向指引下,不同的对象才能超越其形式上的

差异而成为统一的整体并谋求某种层次上的连接。 实际上,讨论构成“整体形象”的终局标准,必须

回溯至“主导类型构建的价值观点” ③这一本源;或者说,是价值取向决定了一个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概念建构同样是在一定价值目标下进行的要素抽象和提炼,但是概念一旦形

成,对概念的适用主要考察概念的要素是否完全具备,因此,概念式思维可能出现机械、僵化而饱受

诟病。④ 在类型化思维中,无论是类型的构建还是类型的运用,价值取向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因为

在类型化思维下,对象能否归属于特定类型并不取决于要素是否具备,而是对象是否符合类型的

“整体形象”,价值取向作为主导类型构建的关键,是“整体形象”得以维持的基础。 由此,在类型的

适用中,更重要的是判断对象是否能够保持价值的一致性。 在价值取向面前,要素、要素的语义都

不构成有约束力的标准。⑤

这种以价值取向决定类型构建及其适用的思维方式,对环境法典编纂具有至关重要的方法论

意义。 环境法作为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综合性法律,其立基于“污染和破坏环

境”的各种社会生活图景。 其中,因生产行为而污染和破坏环境构成最主要的情形,人们日常生活、
一般消费行为也可能污染和破坏环境;同时,公共决策行为、政府管理行为同样可能污染和破坏环

境。 这些不同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财产权、人身权的侵害,也可能造成他人环境权益的损害,还可

能造成公共利益、后代人利益的损害。 因此,环境法典编纂难以找到某种单独的、完全能够代表客

观评价的概念式特征,只能通过“可持续发展”这个价值理念构建类型和逻辑。⑥ 此时,尽管不同主

体及其行为在形式上呈现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但可以将这些形式上的差别置于次要地位,将重点放

在保护范围的一致性上并形成层次性次序,使所有对象能够在“可持续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上得以

连接。

　 　 三、类型化思维助力环境法典规范实质体系建构

以价值为核心的环境法典编纂可以较好地克服以概念为工具的法典缺点,彰显出历史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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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体系层次性、整体性等优势。 单纯的价值判断及其体现的原则难以提供具体的可操作规则,因
此还必须回到概念,以界定基石概念的方式展开法律关系。① 但在价值的原则性与概念的事实描述

性之间,还需要架设桥梁予以疏通。 类型化思维以其把握社会生活事实、彰显具体事实与价值联系

的优势②,可以作为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的重要工具,实现环境法典规范的实质体系化目标。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价值来统领环境法典规范体系

环境法律规范具有不同于传统法律的明显特性:首先,环境法律规范以应对环境问题造成的人

类生存和发展危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理体系为使命,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为主要目

的,调整广泛复杂的人类利益关系③,衡平世代间利益,保护人类的“环境权”与生态世界“自然的权

利”。④ 其次,环境法律规范需要利用科学和技术以预测和调整人类环境利用行为所致人与人、人与

自然之间的不良后果,并直接依据自然规律确立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模式⑤,技术性规范是环境法

律规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环境法律规范以解决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为目标,综合运

用传统部门法的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是一种跨传统部门法的、综合性的规范形态。⑥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环境法律规范,环境法典编纂的首要工作,是建立一定的识别标准并予以

归类,通过价值引领建构规范类型体系。 目前,学术界已达成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典核心价值

的共识⑦,需要进一步以类型化思维具体展开可持续发展价值,以发挥其深入具体事物并形成体系、
使环境法律规范形散而神聚的功能。

自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以来,联合国和多个国际组织积极

推动为人类和地球建设一个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韧性的未来。 2015 年,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一致

通过了包括 17 项指标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同意将其作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组成部

分。⑧ 这 17 项指标是针对世界各国的不平衡状况,本着“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提出的重点行动方

案,并非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内容。 作为环境法典核心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具体指向这 17 项指

标。 环境法典确认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全新发展理念,从推动自然资源

与生态系统的综合和可持续管理、促进人类健康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指导环境法典塑造

“人———自然———人”之间的新型法律关系,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民等主体多元共治体制机制,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绿色变革,追求自然承载能力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繁荣,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发展目标。

69

　 　 　 　 　 　 　 　 　 　 　 　 　 　 　 　 　 　 　 　 　 现　 代　 法　 学　 　 　 　 　 　 　 　 　 　 　 　 　 　 　 　 　 2022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吕忠梅:《环境法典编纂方法论: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及其实现》,载《政法论坛》2022 年第 2 期,第 18-31 页。
参见杜宇:《刑法体系构建的三种思路———兼论“类型”的体系形成功能》,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 年第 7 期,第 48 页。
参见李启家:《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衡平》,载《法学评论》2015 年第 6 期,第 134-140 页。
参见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7 页。
参见汪劲:《环境法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3 页。
参见吕忠梅:《环境法回归　 路在何方? ———关于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关系的再思考》,载《清华法学》2018 年第 5 期,第 10-13

页。
参见吕忠梅:《发现环境法典的逻辑主线:可持续发展》,载《法律科学》2022 年第 1 期,第 86 页;汪劲:《论中国环境法典框架体系

的构建和创新———以中国民法典框架体系为鉴》,载《当代法学》 2021 年第 6 期,第 25- 29 页;竺效:《环境法典编纂结构模式之比较研

究》,载《当代法学》2021 年第 6 期,第 42 页。
参见《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载联合国网,https: / / www. un. org / zh / documents / treaty / files / A-RES - 70 - 1.

shtml,2022 年 2 月 27 日访问。



这一核心价值不仅是环境法典的目的性价值,对生态安全、环境公平、公益保护等工具性价值

具有基础作用①,而且对于在环境法典中围绕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经济增长、社会包容

和环境保护构建法律规范类型体系,形成以控制环境污染保障社会可持续、以自然生态保护促进环

境可持续、以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具体法律规范具有统领作用。 申言之,可持续发展核

心价值只有具体展开为保障公众健康、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转型等价值,才能实现环境法典的

类型体系构建。
(二)明确生态环境概念来支撑环境法典规范体系

在我国,除《宪法》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范以外,现行环境法律规范存在于综合性环境保护法

律、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立法、自然资源能源专门立法以及各传统部门法中。 环境法律规范存在于不

同法律文本之中的重要原因,既有法律社会化带来的法律体系内部公私融合趋势,又有环境法应对

环境问题而生的历史背景。② 导致环境问题的人类活动,很难分清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很多

时候也无法区分是一人多次行为还是多人一次行为,以这种情况复杂、性质模糊的社会生活场景为

素材形成的法律规范必然具有多样性。 此外,环境问题可能出现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和过程中,
在不同法律中增加环境保护规范,是预防和控制环境问题之必须。 因此,将所有的环境法律规范都

纳入环境法典既没有可能,又没有必要。
目前,学界已达成“适度法典化”的共识③,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何谓“适度”。 可行的方法是,

通过明确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来为“适度”勘定边界,进而在一定价值统领下构建适度的环境法律

关系。 我们知道,作为环境法保护对象的“环境”,“指代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外部要素集合”,界
定这个概念,可以使我们围绕人类生存展开对“环境问题”的识别与应对④,构建相应的环境法律

规范。
在我国相关立法中,环境保护的对象有《宪法》中的“生态环境”和《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 ⑤

两种不同表达。 在方法论意义上,“环境”因其“简单概括+列举”方式而难以满足环境法治实践发

展的需要,而“生态环境”经过法律界定,可以使其在具备宪法基础优势的同时,成为与生态文明时

代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契合的法律概念,体现环境、资源、生态“三位一体”的内涵与外延,为
法典编纂进行类型化构造提供思路与方法。⑥

实际上,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自然的经济价值受到重视而被称为“资源”,体现了“人

类———利用”关系。⑦ 随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生存空间和外部条件被称为

“环境”,呈现“人类———环境”关系。 同时,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系统变化受到重视,生物与生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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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生物与生境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生态”,体现“生物———生态”关系。① 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需

的自然要素,资源体现自然的“经济功能”,环境体现自然的“受纳功能”,生态体现人与自然的“有

机联系”和“协同进化”,三者形态有别但又统一于自然整体,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② 在

这个意义上,“生态环境”概念的三种形态本身,就可以为环境法典类型体系建构提供核心要素。
(三)沟通价值与概念来展开环境法典类型体系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环境,也都可能成为与环境

有关的社会生活场景,因此,无法单纯以是否与环境保护有关来判断某一素材能否被纳入环境法律

规范。 实际上,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因从事与环境有关的活动而形成的环境社会关系广泛而复

杂,并不是所有环境社会关系都需要也可以纳入环境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③ 因此,有必要在确立

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以及界定生态环境概念的基础上,继续以类型化思维在价值与概念间建立沟

通管道,为建构环境法典类型体系形成具体环境法律规范。
在确立可持续发展核心价值和界定生态环境概念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三大核心支柱与生态环境概念的环境、资源、生态“三位一体”,具有

很高的契合性④,不仅能够为环境法典总则规范提供非常好的价值指引、概念表达、原则归纳、体制

构建基础,而且能够为环境法典分编的展开提供类型化思路。 从法律规范类型的角度,可将其展开

为污染控制规范、自然生态保护规范、绿色低碳发展规范,分别对应可持续发展价值的社会可持续、
环境可持续、经济可持续,以及对应生态环境概念的环境、生态、资源三个核心要素。

污染控制类规范以保障公众健康为具体价值取向,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终极追求,是为了促进人

的全面自由发展,贯彻风险预防原则,表征环境法典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立场,因此,置于法典类型

体系之首。 鉴于目前我国污染防治类立法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各环境要素都有立法覆盖,但规范重

复率高,矛盾冲突较多,与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不相适应,法典编纂的重点在于根据可持续

发展价值和环境概念对现行污染防治规范进行识别的基础上,按照环境污染行为对公众健康的影

响和环境损害程度进行规范重新归类。 与此同时,对尚不能纳入污染概念的新型污染物质或者具

有多重属性的污染相关行为建立“整体形象”,提出是否能够纳入污染控制规范的具体方案。
自然生态保护类规范以保护生态系统平衡为具体价值取向,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环

境与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贯彻环境法典保护优先、生态恢复优先的原则。 鉴于目前我国自然生态环

境立法情况相对复杂,既有自然资源立法中的相关规范,又有区域流域立法中的相关规范,还有一

些立法短板尚待补齐,且价值目标、规制方式、规范重心存在较大差异,法典编纂的重点在于根据可

持续发展价值目标和生态概念对散在的规范进行识别,重新作出解释,按照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需要对自然提供特别保护的程度进行规范重新归类;与此同时,对与污染或应

对气候变化有关的行为建立“整体形象”,提出妥善处理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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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发展类规范以促进自然承载能力之内的经济发展为具体价值取向,体现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贯彻环境法典协调发展、综合治理原则。 鉴于目前我国能源及应对气

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不多,已有立法大多不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直接目的,且涉及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

判等复杂因素,法典编纂的重点在于根据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审视现有法律规范并进行归类,按照

生产及消费活动可能带来的不利环境影响建立“整体形象”,为重新界定“资源” “能源”等概念提供

基础素材。

　 　 四、类型化思维补充环境法典规范形式体系建构

法律体系化包括内在的价值体系和外在的规则体系,拉伦茨将抽象的“概念”作为外部规则体

系的主要基石,“类型”作为补充。 借鉴民法典“形式的一致性、内在的一致性、逻辑上的自足性和内

容上的全面性” ①的编纂经验,以价值目标为统领的实质性体系建构方案,只解决了环境法典内在一

致性和逻辑自足性问题。 接下来,还必须继续运用类型化方法,探讨环境法律规范的形式理性特

征,提出满足《立法法》基本要求的法律规范配置方案,实现环境法典的形式体系化目标。
(一)描述环境法律规范的“整体形象”
环境法律规范因应对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产生,伴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演变过程和人们对

环境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而逐渐形成,对于这种具有明显问题导向特征并且可能经常变化的法律

规范,在建立价值判断标准的同时,还需要通过描述环境法律规范的“整体形象”,为法典编纂提供

形式识别标准。
首先,环境法律规范以宪法为依据,体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保护整体性生态系统

为归宿。 2018 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形成了由《宪法》序言的生态文明条款与第 26 条、第 89 条等

核心内容共同构成的宪法环境条款,这应当成为识别环境法律规范的宪法依据。 在我国,“建设生

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②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构成了国家治理手段与

价值目标的关系。③ 从环境立法现状看,多个单行立法对宪法环境条款有所遵循但又包括其他内

容,需要具体把握。 例如,《森林法》第 1 条④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就涉及“保障森林生态安全”,并
且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安排了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制度内容,这些相关法律规范,能否纳入以及如

何纳入环境法典编纂视野中,值得深入研究。
其次,环境法律规范以满足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求为方向,能够为生态环境

执法、司法、守法提供行为规则。 在环境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调整对象不断丰富拓展,调整方法

不断改进更新,并且新的调整方法和手段往往先由政策确立,然后为单行法或综合法吸纳,具有明

显的政策法律化痕迹。 但是无论立法的调整范围如何扩大,调整方法和手段如何更新,始终围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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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展开。 现行环境立法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措施都在努力为生态

环境执法、司法、守法提供不同程度的准则,但由于缺乏体系性设计,带来了诸多问题。 因此,需要

根据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需求,对相关法律规范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环境资源司法专门化实

践进行全面梳理,通过类型化建构,使环境法律规范能够“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充分保护人民环境权益,提升全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素质,呈现环境法典科学化的客观良法特性。①

比如,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十分有效的生态环境督察、党政同责制度,环境司法实践中的生态环

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判决,在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
再次,环境法律规范以可实施性、可操作性为归依,在追求对执法、司法和守法活动有明确指引

的同时,保留执法和司法的裁量空间,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任何法律都以确定性为基本追求,环境

法典也必须将法律规范的可预测性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以降低守法、执法和司法成本,有利于形成

自觉守法氛围,减少法律实施偏离立法目的之风险,从根本上提升环境法律规范的可实施性。 但

是,环境法与人类对自然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对因人类科学理性有限而带来的环境风险必须保持

高度警惕与审慎,允许环境法律规范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预留模糊地带,同样是为了环境法律规范

的更好实施、更好操作。 因此,在追求确定性的同时,适度保留原则性规范、倡导性规范、例外规范,
同时,适度扩大技术性规范法律化的范围,有利于环境法典更好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生活场景,增强

环境法律规范对风险时代社会现实的适应性,从而在社会治理整体效能层次上提升环境法的可实

施性。 这就需要认真分析保持灵活性才能取得更理想实施效果的领域,将相关法律规范纳入环境

法典视野。 比如,国土空间规划、生物多样性指标、新型污染物质控制标准等,在环境法典编纂视野

下,必须理性识别。
(二)环境法律规范的重新归类

从形式上看,法律规范大都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纵览古今中外的法律,只有单一法律而无单一

法律规范,因此,法律规范的存在是一种“群体性存在”。② 环境法律规范也是如此,这种群体性的存

在使得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对其进行形式性归类,并与传统法理学中的分类进行一定衔接。
其一,根据环境法律规范所服务的法典编纂目的,可以将环境法律规范分为管理性规范和裁判

性规范。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将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定位为“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

工作” 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环境法典的行政部门法属性。 虽然这个定位从理论上有待商

榷,但其表达的环境立法主要是以行政规制方法履行国家环境保护职责、实现国家目标的本质属性

是确定的。 各国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以及环境法典编纂的现状也呈现出鲜明的行政规制特色。 因

此,环境法典中的法律规范大多可归于以行政授权规范、行政程序规范形式表现出来的管理性规

范。 但是,环境法典也必须为环境司法提供相应的规则,尤其是针对大量的环境行政行为,亦应建

立相应救济措施,为此,环境法典中也有不少以强制性规范、任意性规范、诉讼程序规范形式表现出

来的裁判性规范。
其二,根据环境法律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可以将环境法典中的法律规范分为保护人的利益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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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范、保护自然的法律规范以及兼具保护人的利益和自然的法律规范。① 环境法典作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规则体系,既要调整人与人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用中的利益关系,又要赋予自然一定

的“主体性” ②,并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及其空间、要素等。 据此,环境法典中的法律

规范可以在“生态环境”的概念下,大部分为保护人的利益(包括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当代人利益

与后代人利益)的法律规范,如公民环境权保护规范;也有一些专门保护自然环境(包括保护环境要

素、动物、生态服务功能、生态空间)的法律规范,如流域保护规范、野生动物保护规范、荒野保护规

范等;还有一些兼具保护人的利益和自然的法律规范,如生物安全保护规范、核安全管理规范等。
其三,根据环境法律规范的内容,可以将环境法典中的法律规范分为纯粹法律规范和法律化的

技术规范。③ 环境法典首先是“法律家族”的成员,其法律属性决定了主要规范内容为概念法学意义

上的法律规范,但是,环境法典中也有不少不属于概念法学意义上的非法律规范。 环境法典的“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规则以调整“人———自然———人”的关系为基础,其对人的自然属性、自然规律

的认知,对于法律规则的建立及其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环境法只能调整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但目的在于通过促进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达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种科学指标、技术标

准、评价方法等成为环境法识别和管控环境风险、控制污染和破坏、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的

科学基础甚至判断标准,因此,环境法典中必然包括大量经由法律认可的技术规范。
其四,根据环境法律规范与传统部门法的关系,可以将环境法典中的法律规范分为普通环境法

律规范与特别环境法律规范。 环境法具有跨法域、跨部门的二次调整法属性④,与传统法律部门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环境法律规范脱胎于传统法律规范,一些环境法律规范是对传统法律规范

的拓展。 同时,环境立法的“适度法典化”模式,也决定了要将一些环境法律规范留在法典之外。 因

此,可以对环境法典中的法律规范作进一步分类,其中,普通环境法律规范指归于环境法典内的专

门环境法律规范,包括体现为调整平等主体关系、行政管理关系、刑事处罚关系的环境民事、行政、
刑事法律规范;特别环境法律规范指环境法典之外的法律规范,包括未纳入环境法典的生态环境专

门立法、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中的环境法律规范。
(三)环境法律规范类型的立法配置

运用类型化思维对环境法律规范重新归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出新的环境法律规范配置方

案,解决当前环境立法存在的“共时碎片化”与“历时碎片化”问题,并且缓解两者之间的张力,实现

环境立法的体系融贯。
首先,根据环境法典编纂定位,解决管理性规范和裁判性规范的立法配置。 我国目前的生态环

境立法实际由部门主导,一方面,使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面临困难;另
一方面,在加重国家治理成本的同时,导致社会治理机制面临困境。 因此,必须在重视行政规制手

段的同时,建立更加高效的社会动员机制。 表现在环境法律规范上,就是改善管理性规范和裁判性

规范的配置:适当减少纯粹授权性规范,尽可能在授权的同时细化义务,并针对违反义务的行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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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尽可能明确纯粹行为规范的程序性规则和行政救济措施。①

其次,根据保护利益的不同,合理配置几类法律规范。 现行环境立法中,污染防治类立法相对

完整但缺乏“以保护公众健康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自然资源类立法大多尚未真正贯彻“生态保护优

先”原则,绿色低碳发展类立法基本处于倡导性的促进法阶段,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保护、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立法存在明显短板,这使得环境法典编纂必须加强以保障

环境健康为目的的风险预防类污染控制规范、体现生态保护优先原则的自然保护规范、绿色低碳发

展的实体性规范供给。 同时,应在环境法典中建立环境权规则体系,对实体性环境权、程序性环境

权作出明确规定,为保护公共利益和后代人利益、保护自然提供系统性法律依据。
再次,根据环境法律规范的构成内容,妥善处理纯粹法律规范和法律化的技术规范的关系。 法

律化的技术规范对环境法实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目前环境立法中技术规范量大面广也是不争的

事实,但是,纯粹环境法律规范与法律化的技术规范配置的合理性令人担忧。 法律化的技术规范的

法律效力如何,何种技术规范应该法律化以及法律化到什么程度,环境技术规范与传统标准化意义

上的技术规范有何区别与联系,法律化的技术规范与纯粹的法律规范以及纯粹的技术规范之间如

何衔接等,环境法典编纂应当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明确规定法律化技术规范的环境法属性、法律

化技术规范的效力体系、技术规范法律化的判断标准、法律化技术规范对纯粹法律规范实施的功能

定位、法律化技术规范与纯粹技术规范在法律适用中的衔接方式等,为管理性规范、裁判性规范的

落实提供有效技术支持。
最后,根据环境法律规范与传统部门法的关系,重新定位普通环境法律规范与特别环境法律规

范,理顺环境法典与单行环境立法、传统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实现法律体系的整体融贯。 随着生态

文明建设的推进,我国传统法律部门的“绿色化”步伐加快,传统部门法中出现“绿色规范”已经成为

常态。 与此同时,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环境立法在“嫁接”传统法律规范时,也在不断的理论创新

过程中完善专门“绿色规范”,使得这些新规范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环境法特征。 因此,在环境法典编

纂过程中,应重新认识生态文明时代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的关系:一方面,加大专门环境法律规范

从立法实践类型走向“概念”的研究,尽可能对专门法律规范予以明确界定,与此同时,处理好环境

法典与单行环境立法的关系。 另一方面,正视环境法典与传统部门法互为“特别规范”的现实,运用

合理的立法技术,实现环境法典与传统部门法的有机衔接。 比如,《民法典》中的绿色规则体系基本

上为不完全规范,包括了融合性条款、限制性条款、激励性条款、救济性条款、扩展性条款等多种类

型,需要以实现生态环境“共治”为目标建立衔接机制,在环境法典中设置相关规则,完成其与《民法

典》整体的沟通与协调。②

　 　 结语

环境法典编纂的方法论研究需要多个角度和多种工具,类型化思维为环境法典编纂将视线转

201

　 　 　 　 　 　 　 　 　 　 　 　 　 　 　 　 　 　 　 　 　 现　 代　 法　 学　 　 　 　 　 　 　 　 　 　 　 　 　 　 　 　 　 2022 年第 4 期

①
②

参见刘长兴主编:《环境法体系化研究》,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23 页。
参见吕忠梅:《民法典绿色条款的类型化构造及与环境法典的衔接》,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3-17 页。



向法律规范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本文对于这种方法的理解还处于囫囵吞枣阶段,基本上是将其

一般原理套用至环境法典编纂的构想之中,难免有应急之嫌。 其实,在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引入类

型化思维方法的意义,并不是为了立即提出完整的环境法律规范类型化方案,而是在于引起环境法

学界对于环境法典编纂方法论的注意,推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从“应该编纂”的意义论证走向“如何

编纂”的方法论证。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环境法典编纂方法论研究成

果不断涌现。 ML

Construction
 

of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Code
 

under
 

Typological
 

Thinking
LV

 

Zhong-mei
(Chinese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Law,
 

China
 

Law
 

Society,
 

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Categor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legal
 

norms
 

is
 

a
 

foundational
 

task
 

of
 

environmental
 

codif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pillover
 

effect”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theory
 

of
 

general
 

legal
 

norms
 

lacks
 

explanatory
 

capacity
 

to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legal
 

norms,
 

typological
 

thinking,
 

as
 

the
 

supplement
 

of
 

conceptual
 

thinking,
 

has
 

characteristics
 

of
 

bidirectionality,
 

openness
 

and
 

value
 

dependence,
 

which
 

is
 

methodologically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code.
 

At
 

the
 

level
 

of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typological
 

thinking
 

bridg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alue
 

and
 

ecological-environment
 

concept,
 

achieving
 

the
 

substantive
 

systema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de
 

through
 

constructing
 

normative
 

types
 

of
 

pollution
 

control,
 

na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t
 

the
 

level
 

of
 

formal
 

rationality,
 

typological
 

thinking
 

provides
 

formal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for
 

codification
 

by
 

describing
 

the
 

“ overall
 

image”
 

of
 

environmental
 

legal
 

norms,
 

and
 

reclassifies
 

environmental
 

legal
 

norms
 

so
 

as
 

to
 

put
 

forward
 

the
 

arrangement
 

of
 

legal
 

norms
 

for
 

environmental
 

codific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ode;
 

methodology
 

of
 

codification;
 

typological
 

thinking;
 

normativ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law

本文责任编辑:邵　 海

301

吕忠梅:类型化思维下的环境法典规范体系建构


